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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之间的关系,
 

以及主动性人格在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及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
 

采用进谏行为量表、
 

变革型领导量表、
 

主动性人格量表和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量表对460名员工[平均年龄(25±3)岁]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
 

①
 

变革型领导对进谏行为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

用,
 

同时还通过主动性人格部分中介于进谏行为.
 

②
 

正性情绪调节了主动性人格在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之间

的中介效应,
 

即主动性人格对进谏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会随着正性情绪强度的升高更显著.
 

具体而言,
 

主动性人

格与正性情绪在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为组织在招聘、
 

选拔、
 

培训等人力资源管理

环节提供了有效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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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竞争日趋激烈,
 

领导方式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也越发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变革型领

导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议题.
 

变革型领导指的是通过让员工意识到所负责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激

发员工的自我实现需要,
 

建立相互信任的工作氛围,
 

促使员工为了组织的利益尽心工作,
 

并达成比原来预

定更高的目标[1].
 

与传统领导方式不同,
 

变革型领导力图通过自身的行为表率,
 

以及对下属需求的关心来

优化组织内的成员互动,
 

同时通过对组织愿景的共同创造和宣扬,
 

在组织内营造变革的氛围,
 

在富有效率

地完成组织目标的过程中推动组织的适应性变革.
随着企业环境动态性的增强,

 

员工进谏行为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员工作为组织工作的

践行者,
 

对组织中存在的各类问题都十分了解,
 

对需要改进的地方也非常清楚,
 

这意味着员工提供的建

议对组织的发展和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
 

员工的进谏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如何促进员工的

进谏行为的有效增加?
 

游浚等[2]认为,
 

上级的领导方式对下级的进谏行为有影响,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进

谏行为有促进作用,
 

变革型领导能够通过提高员工的内部动机,
 

使得员工愿意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进

谏.
 

因此,
 

探讨变革型领导方式对员工进谏行为的作用及其心理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
 

迄今为止,
 

现有

研究主要集中在对2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直接探讨上,
 

而对影响两者关系的变量及其作用机制缺乏深入探

讨,
 

尤其忽视了员工自身属性在其中的作用.
 

根据变革型领导理论,
 

在上下级的互动过程中,
 

领导非常

重视员工的感受、
 

认知及员工自身的价值的实现,
 

把员工当作能动的人看待,
 

鼓励他们自我实现,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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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无限的潜能,
 

这与员工进谏行为/主动参与企业管理可能直接相关.
 

主动性人格是个体内在的一

个特别属性,
 

它会随着社会、
 

环境、
 

文化等外在事物的变化而发生实质性的转变[3].
 

Bateman等人[3]认

为具有主动性的个体能尽早发现问题和识别良好的机会,
 

通过主动行为来影响周围的现状或改变他们

不满意的环境.
 

因此,
 

在探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进谏行为的关系机制时,
 

本研究引入了员工主动性人格

这一变量.
 

除了人格类型,
 

还有研究证实情绪对风险决策有重要的影响,
 

而进谏行为可能对自身的人际

关系带来破坏,
 

存在一定的风险[4].
 

因此,
 

员工进谏行为作为一种风险决策可能会受到正性情绪、
 

负性

情绪的影响.
 

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来看[5],
 

周围环境中的信息会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
 

不同的个体,
 

对信息的加工也不一样.
 

主动性人格的人会积极主动采取策略面对环境,
 

正性情绪的个体会提高决策行

为的正确率,
 

降低进谏行为带来的风险.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
 

我们可以推论个体通过观察组织中的进谏

行为及个体对组织进谏情境线索的感知,
 

按照自我具备的认知框架提供参照进行自我行为的调节,
 

最后

在自我效能感的驱动下做出进谏行为.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我效能感的一种,
 

不仅直接影响行为

而且还通过影响认知、
 

动机、
 

决策和情感而间接地作用于行为,
 

对个体的人格和行为起着重要调节作

用.
 

而以往的研究忽视了情绪在主动性人格和进谏行为中的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选取正性情绪、
 

负性情

绪这一情绪变量,
 

研究其与主动性人格的交互作用对进谏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系统地考察主动性人格的中介作用和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在变革型领导影响员工进

谏行为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旨在具体揭示变革型领导是如何影响进谏行为,
 

进而为企业变革型领导和员工

进谏行为的培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1 理论研究与假设

1.1 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

Lepine等人[6]认为,
 

进谏行为指的是员工以改善组织现状和提高工作效率为目的,
 

向上级领导进行建

设性意见表达的行为.
 

李超平等人[7]认为,
 

在中国特色文化环境中,
 

变革型领导包含愿景激励、
 

领导魅力、
 

个性化关怀和德行垂范等4个维度.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

 

我们认为变革型领导能够促进员工的进谏行为[8-11].
 

一方面,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个体周围环境中的社会信息会影响其态度和行为,
 

即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不仅受自身

特点驱动,
 

还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5].
 

在组织中,
 

员工会评估周围环境安全性,
 

以决定是否进行进谏行

为.
 

而变革型领导是让员工对组织产生“家”的感觉,
 

以形成心理的安全保障,
 

让员工感到安全,
 

从而促进

员工的进谏行为[12].
 

另一方面,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
 

人际关系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并且不同利益者间的

交换规则决定了关系的发展.
 

互惠规范作为社会交换的常用法则,
 

受到了格外的关注,
 

被广泛应用于对进

谏行为的解释[13].
 

互惠规范理论视角是从员工参与进谏行为是以管理自己与他人的社会交换关系的质量

为目的作为其前提假设,
 

且多以他人为导向.
 

当个体受到他人带来的益处时,
 

也会提供必要的益处回报给

利益提供者,
 

关系双方的社会交换将朝向信任与积极的情绪卷入状态发展,
 

随着时间的变化,
 

双方会建立

高质量的社会交换关系.
 

变革型领导注重对员工的个性化关怀和愿景激励,
 

使员工觉得自己要通过认真、
 

努力、
 

负责的态度完成每一项任务,
 

来回报给领导和组织,
 

并为组织的每件事上心,
 

不再把进谏行为当作

分外的事情[14-15].
 

Svendsen[16]等人和Zhang等人[17]的研究显示,
 

变革型领导能促进员工的进谏行为;
 

基于

以上论述,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变革型领导对进谏行为有正向影响.
1.2 主动性人格的中介作用

员工是组织中重要的一员,
 

在面对环境中的阻力时,
 

人与人在认知与行为的反应上均存在着显著的个

体差异,
 

一些人积极主动,
 

寻找机会改变环境,
 

另一些则被动适应.
 

因此,
 

在研究组织行为时,
 

不能忽视员

工个体特征.
 

已有研究证实,
 

变革型领导方式能激发员工的个人主动性行为,
 

改变员工的行为倾向.
 

李

鑫[18]调查发现,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个人主动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从领导方式的视角考虑,
 

变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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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更善于鼓励员工尝试用新方法和多角度去解决问题,
 

在此过程中,
 

员工不仅解决了问题,
 

更促进了自

我创新能力的发展,
 

进而激发员工的个人主动性行为[19].
 

Nascimento等人[20]的研究发现,
 

在志愿者组织

中变革型领导可以增加员工的主动性.
 

因此,
 

基于以上论述,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变革型领导对主动性人格有正向影响.
Seibert等人[21]指出,

 

由于进谏行为在理论上与“挑战当前的现状”相近,
 

而这正是进谏行为具有主动

性特点的一种体现,
 

因此说明主动性人格与进谏行为有一定联系;
 

梁建等人[22]研究证实了高主动性人格对

员工进谏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高主动性人格特征的员工会表现出更多的进谏行为.
由于具有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往往性格较为外向,

 

做事较主动、
 

热情,
 

他们做事的目标较为明确,
 

将

组织的绩效或者未来发展视为自己工作的目标,
 

因此更可能提出有益于组织发展的促进性的建议和想

法[23-25].
 

同时,
 

Liu等人[26]也发现,
 

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员工能够为组织的建设和运作提供变革性的建设意

见,
 

指出组织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合理的管理方式;
 

Crant等人[27]和梁建等人[22]的研究证明了主动性人格

与员工进谏行为的正向相关关系.
 

结合以上假设1和假设2所预测的关系,
 

我们提出以下关于主动性人格

的中介效应假设.
假设3:

 

主动性人格在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变革型领导会促进员工的

主动性,
 

继而提高员工的进谏行为.
1.3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

现有研究已经证实,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我效能感的一种,
 

不仅直接影响行为而且还通过影响

认知、
 

动机、
 

决策和情感而间接地作用于行为,
 

对个体的人格和行为起着重要调节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中,
 

关于积极情绪对进谏行为的影响也存在相互矛盾的观点.
 

一方面,
 

Clore等人[28]认为积极情绪会带给员工

一种“周围的环境是安全可靠”的体验,
 

让员工认为周围的环境中不存在威胁或需要解决的问题,
 

员工将选

择安于现状,
 

降低改变当前情境的想法和意愿.
 

在这种环境下,
 

相比低活力的员工,
 

高活力的员工更有可

能放弃向组织进谏;
 

另一方面,
 

Fredrickson[29]提出的积极情绪扩展与建构理论则认为当员工体验到积极情

绪(比如快乐、
 

满足、
 

关爱等等)的时候,
 

可以使其认知和思维范围得到扩充,
 

员工可能表现得更为灵活、
 

专

心,
 

并且能够在工作过程中愈加周到地考虑问题及提出更好的处理计策,
 

相比较消极情绪感染下的员工则

会体现出更加优越的创新力.
 

同时积极的工作情绪能帮员工加强长久发展的心理能力优势,
 

而处于积极情

绪下的员工也更容易与他人互动,
 

这可能会提高员工进谏的积极性和比率.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假设:

图1 研究框架

假设4:
 

随 着 正 性 情 绪 强 度 的 提

高,
 

主动性人格对进谏行为的正向预

测作用变得更显著;
 

随着负性情绪强

度的提高,
 

主动性人格对进谏行为的

正向影响就越弱.
综合以上论述,

 

形成本研究的研究

框架,
 

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重庆、
 

郑州、
 

深圳、
 

上海等地共发放量表480份,
 

回收460份,
 

回收率为95%,
 

剔除回答不完整、
 

答案全部一致或者具有

明显规律的虚假作答等情况的量表,
 

最终获得有效量表430份.
 

其中,
 

男性员工162人,
 

女性员工268人;
 

被试年龄范围是18~37岁,
 

平均年龄(25±3)岁.
研究样本人口统计变量显示:

 

性别方面,
 

女性居多,
 

占62.3%,
 

男性为37.7%;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
 

本科或专科的学历占大多数,
 

为70.9%,
 

其次是研究生,
 

为17.9%;
 

在工作年限方面,
 

以工作1~3年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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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的居多,
 

分别占41.9%和34%;
 

在现公司工作年限方面,
 

1年以下的占大多数,
 

为54.0%;
 

单位性

质方面,
 

民营企业的员工占37.4%,
 

其次是事业单位的占21.2%;
 

工作性质方面,
 

基层职能人员和技术人

员占的比较多,
 

分别是27.2%和26.3%;
 

单位规模方面,
 

5~29人、
 

100~499人和1
 

000人以上的单位占

的比较多,
 

分别是24.2%,23.0%,20.2%.
2.2 研究工具

2.2.1 进谏行为量表

进谏行为的测量采用王二博[30]基于中国背景下编制的具有“出谋献策”和“规劝指正”双维度的进谏

行为量表(1表示完全不会,
 

7表示一定会),
 

共计12个题目,
 

例如“如果我在工作上有什么好的想法,
 

我

会把握机会向领导说明”
 

“单位里遇到难题时,
 

我会主动向领导提出自己的建议”等,
 

其Cronbach􀆳s
 

α系

数为
 

0.93.

2.2.2 变革型领导量表

变革型领导的测量采用李超平等人[7]编制的变革型领导量表(1表示完全不符合,
 

5表示完全符合).
 

该量表共包括4个维度,
 

共计26个题目.
 

其中德行垂范包括8个题目,
 

例如“我的领导廉洁奉公,
 

不图私

利”等;
 

领导魅力包括6个题目,
 

例如“我的领导业务能力过硬”等;
 

愿景激励包括6个题目,
 

例如“我的领导

能让员工了解单位、
 

部门的发展前景”等;
 

个性化关怀也包括6个题目,
 

例如“我的领导耐心地教导员工,
 

为员工答疑解惑”等.
 

采用Piccolo等[31]的方法,
 

首先将变革型领导的4个维度的题目分别打包处理,
 

再进

行相关统计分析.
 

该量表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4,0.94,0.93和0.92.

2.2.3 主动性人格量表

虽然主动性人格的测量工具最具代表性的是Bateman等人[3]通过分析与调查所编制的主动性人格量

表(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
 

简称PPS),
 

但考虑到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本研究采用我国研究

者商佳音等人[32]对PPS修订后的版本(1表示完全不符合,
 

5表示完全符合).
 

此量表是单维度量表,
 

共计

11个题目,
 

例如“我擅长将问题转化为机会”
 

“我喜欢挑战现状”等,
 

其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

2.2.4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量表(PANAS)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的测量采用黄丽等人[33]对 Watson等人[34]编制的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简称PANAS)修订后的中文版,
 

由10个正性情绪形容词、
 

10个负性情

绪形容词构成,
 

共计20个题目,
 

例如“有活力”
 

“内疚的”.
 

采用Likert
 

5
 

点量表计分,
 

1表示完全不符合,
 

5
表示完全符合.

 

该量表2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9和0.88.

2.3 数据处理和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对变革型领导、
 

主动性人格、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与进

谏行为进行相关分析.
 

采用
 

AMOS
 

17.0
 

软件对主动性人格在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的关系之间的中介作

用及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进行统计分析.

3 结 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问卷数据是通过集体施测和自评的方式收集,
 

因此,
 

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为此,
 

在问卷收集过程中主要通过设定问卷的反应方式、
 

反应语句,
 

作答时采用匿名性、
 

保密性等方式来进行程

序控制;
 

在统计控制上,
 

则主要是对数据进行 Harman单因素检验,
 

具体来说,
 

就是同时对所有变量的项

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检验未旋转主成分分析的结果,
 

如果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公因子解释力特别

大,
 

即可判定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35-37];
 

如果得到了多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

异量不超过40%,
 

则表明共同方法变异不严重[38].
 

检验结果表明,
 

未旋转主成分分析共有12个因子的特

征值大于1且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1.10%,
 

鉴于此,
 

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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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利用相关关系研究变革型领导及其各维度与员工主动性人格、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进谏行为

的相关程度,
 

结果发现,
 

主动性人格与德行垂范、
 

愿景激励、
 

个性化关怀、
 

领导魅力、
 

变革型领导以及正性

情绪、
 

负性情绪、
 

进谏行为存在显著相关,
 

正性情绪与德行垂范、
 

愿景激励、
 

个性化关怀、
 

领导魅力、
 

变革

型领导、
 

进谏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
 

但负性情绪与德行垂范、
 

愿景激励、
 

个性化关怀、
 

领导魅力、
 

变革型领

导、
 

进谏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表1).
表1 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德行垂范 28.10 6.73 1

2愿景激励 21.78 5.09 0.76** 1

3个性化关怀 21.13 4.77 0.79** 0.78** 1

4领导魅力 22.24 4.78 0.76** 0.74** 0.74** 1

5变革型领导 93.26 19.38 0.93** 0.90** 0.91** 0.89** 1

6主动性人格 41.75 6.46 0.34** 0.34** 0.35** 0.36** 0.38** 1

7正性情绪 35.10 7.36 0.39** 0.42** 0.38** 0.38* 0.43** 0.53** 1

8负性情绪 23.03 7.48 -0.14** -1.60** -0.11* -0.17** -0.16** -0.23** -0.20** 1

9进谏行为 35.18 7.89 0.39** 0.41** 0.37** 0.40** 0.43** 0.54** 0.41** -0.15** 1

  注:
 

N=430;
 

**
 

p<0.01;
 

*
 

p<0.05.

3.3 变革型领导影响进谏行为的中介作用模型检验和分析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
 

变革型领导、
 

主动性人格与进谏行为之间两两相关,
 

符合中介模型检验的

要求[39],
 

因此,
 

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以变革型领导为外源潜变量(即自变量),
 

德行垂范、
 

愿景激励、
 

个性关怀和领导魅力为其观测变量,
 

进谏行为为其内生潜变量(即因变量),
 

探讨主动性人格的中介效应,
 

结果表明,
 

变量的回归系数和路径的回归系数都达到显著水平,
 

表明模型内在质量较好:
 

χ2/df=1.28,
 

RMSEA=0.03,
 

GFI=0.99,
 

AGFI=0.98,
 

CFI=0.996,
 

TLI=0.997.
 

进一步对模型中的路径进行分

析发现,
 

变革型领导对进谏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28,
 

t=6.18,
 

p<0.001),
 

变革型领导对主动性

人格(β=0.40,
 

t=8.33,
 

p<0.001)、
 

主动性人格对进谏行为(β=0.43,
 

t=10.16,
 

p<0.001)
 

的路径系数

都显著,
 

即变革型领导对主动性人格、
 

进谏行为,
 

主动性人格对进谏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支持了

假设1和假设2).
 

而主动性人格的中介效应值为0.17,
 

相应的Z值为5.85(p<0.001),
 

这一结果表明,
 

主

动性人格在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3得到数据的部分支持.
3.4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分析

Muller等人[40]指出,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指中介变量对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中介作用的大小依赖

于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主动性人格,
 

因变量为进谏行为.
 

首先,
 

将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中心化,
 

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以此为基础,
 

分别计算主动性人格与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的交互效应对进谏行

为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
 

从而检验情绪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
 

M1模型中是正性情绪做调节变量,
 

M2是负

性情绪做调节变量,
 

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各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χ2 df χ2/df GFI AGFI CFI TLI RMSEA

M1 2.83 1 2.83 0.997 0.967 0.994 0.964 0.065

M2 0.57 1 0.57 0.999 0.993 1.000 1.015 0.000

  进一步分析发现,
 

主动性人格与正性情绪的乘积项作用于进谏行为的路径系数显著(β=-0.09,
 

p<0.05),
 

说明正性情绪在主动性人格对进谏行为的预测作用中存在调节效应,
 

即主动性人格对进

谏行为的影响会因正性情绪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而主动性人格与负性情绪(β=-0.03,
 

p>0.0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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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项对进谏行为的路径系数不显著,
 

这说明负性情绪在主动性人格对进谏行为的预测作用中不存

在调节效应.

图2 不同正性情绪的员工在主动性人格下进谏行为的差异

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来分析正性情绪在

主动性人格与进谏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
 

通过对

正性情绪以平均数加上或减去一个标准差进行分

组,
 

平均数加上一个标准差为高正性情绪组,
 

平均

数减去一个标准差为低正性情绪组,
 

采用分组回

归的方式,
 

探讨主动性人格与进谏行为的关系.
 

结

果显示,
 

随着正性情绪强度的升高,
 

主动性人格对

进谏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更显著,
 

假设4得到数

据的部分支持,
 

由β=0.396,
 

p<0.01转变为β=
0.476,

 

p<0.001(图2).
以上研究发现,

 

主动性人格在变革型领导和

进谏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而正性情绪对主动性人格和进谏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这预示

着在变革型领导、
 

主动性人格、
 

正性情绪水平和员工进谏行为的关系中,
 

主动性人格是有调节的中介变量.
 

对此,
 

我们进行模型整合验证.
进一步研究发现,

 

变革型领导与主动性人格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β=0.20,
 

p<0.001)、
 

主动性人格

与进谏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β=0.39,
 

p<0.001)、
 

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β=
0.25,

 

p<0.001);
 

正性情绪与主动性人格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β=0.44,
 

p<0.001),
 

主动性人格与正性

情绪的交互项与进谏行为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β=0.09,
 

p<0.05),
 

这一结果验证了主动性人格在变革型领

导和进谏行为之间起着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具体参见图3.

***
 

p<0.001;
 

*
 

p<0.05.

图3 变革型领导、
 

主动性人格、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和进谏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

4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变革型领导对进谏行为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进谏行为的影响机制———主动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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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中介作用及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
 

为促进员工的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4.1 主动性人格在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变革型领导各维度对进谏行为呈显著的正向相关,
 

即变革型领导对进谏行为有正向影响,
 

这与前人的

研究结果一致[8-9].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可以解释为变革型领导注重对员工的个性化关怀、
 

德行垂范和愿景

激励,
 

使员工觉得自己要通过认真、
 

努力、
 

负责的态度完成每一项任务,
 

来回报给领导和组织,
 

并为组织的

每件事上心,
 

不再把进谏行为当作分外的事情[14-15].
 

同时拥有魅力的领导者容易让员工对其人格和理念产

生认同,
 

从而吸引员工与之交流和沟通[10-11].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与环境的作用是相互的,

 

行为同时受到内在因素(个体)和外在因素(环境)的影

响.
 

经过组织的培养和锻炼,
 

可以激发起员工的主动意识.
 

主动性人格很特殊,
 

它会随着社会、
 

环境、
 

文化

等外在事物的变化而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变革型领导通过关心员工,
 

不断地激励员工,
 

增强员工的自信心

和工作效率,
 

促进员工能力的提升,
 

从而使员工的主动能力得到了增强,
 

同时员工的主动性水平也得到了

不断的提高.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主动性人格对进谏行为的影响效果,
 

即主动性人格会促进员工的进谏行

为,
 

与前人的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41-42,20-19,26].
 

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
 

主动性人格的中介效应值

仅为11%,
 

这表示变革型领导直接影响进谏行为.
 

这与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如研究者周浩等人[43]

以上级和下属配对的数据为样本,
 

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进谏行为有积极的预测作用;
 

吴隆增

等人[4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进谏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可见民主风格的变革型的

领导可以为员工进谏行为营造出更好的组织氛围.
4.2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

变革型领导对进谏行为有直接的正向预测效应,
 

且通过主动性人格的增加或减少进谏行为,
 

但在相同

变革型领导方式下的员工在进谏行为的表达上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
 

因此,
 

我们进一步检验了情绪是否

会调节主动性人格与进谏行为的关系.
 

结果表明负性情绪这一变量没有调节作用,
 

但正性情绪这一变量对

主动性人格与进谏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Fredrickson[29]提出的积极情绪扩展与建构理论认为,
 

个体体

验到的快乐、
 

满足等各种积极情绪对人的认知思维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一方面,
 

积极情

绪能够在短期内拓宽个体的认知、
 

注意和思维的范围,
 

使个体变得更加专注与灵活,
 

全面地思考问题,
 

比

在消极情绪影响下的个体更具有创造性;
 

另一方面,
 

从长远的角度看,
 

积极情绪下的个体更容易获得良好

的人际关系,
 

能更积极主动地参加活动,
 

进而有助于个体建构持久的个人资源,
 

包括身体、
 

心理、
 

认知、
 

社

会等资源.
 

具体来说,
 

随着正性情绪强度的提高,
 

主动性人格对员工进谏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变得更显著.
 

情绪泛化假说认为,
 

受到诱发正性情绪的事件影响后,
 

个体倾向与判断类似性质的风险事件的发生频率会

减小.
 

Clore等人[28]认为情绪会给个体提供一种信息,
 

积极的情绪会提供给个体周围的环境是安全可靠的

信号,
 

环境中没有威胁、
 

或者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正性情绪更能促进发表自己的建议或想法.
 

明志

强[45]研究发现,
 

对于同一种情绪,
 

强度高比强度低的时候在赌博决策中冒险,
 

在互动决策中相对保守;
 

张

双双[46]认为在个体利益风险决策中,
 

高兴愉悦作为认为控制的情绪,
 

高强度组比低强度组更偏于风险.
 

这

与本研究中正性情绪的增高更有利于主动性人格促进员工进谏的结果类似.
4.3 研究价值与展望

本研究发现上级的变革型领导方式对下属进谏行为有积极的影响,
 

这提示组织应该重视对变革型领导

的培训和塑造,
 

提高管理效率,
 

激发员工进谏行为.
 

中国背景下的变革式领导的独特之处就是德行垂范,
 

强调品德、
 

道德,
 

对于中国的员工来说,
 

领导者的高德行不仅为员工进谏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还为员工做

出了表率,
 

获得下属的肯定,
 

更利于促进进谏行为.
 

研究同时发现主动性人格在变革型领导与进谏行为的

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这表明组织可以通过主动性人格测试来选拔主动性高的员工,
 

对高主动性人格

的个体给予高度重视,
 

并在管理实践中很好地使用、
 

激励和管理这些个体,
 

激发他们为组织进谏的动力,
 

有效利用他们的创造力.
 

最后,
 

研究结果显示正性情绪对进谏行为的具有促进作用,
 

这提示组织可以通过

改善对员工的管理方式,
 

创造快乐、
 

宽松、
 

和谐的工作环境等来提高员工正性情绪,
 

现在的员工希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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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满足他们在物质上的需求,
 

同时希望从良好的工作环境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员工为了回报,
 

可能

会更愿意在组织需要时贡献自己的智慧,
 

即便知道可能有潜在的风险.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
 

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少,
 

在取样上没能做到科学的随机抽样,
 

可能会

出现偏倚,
 

并对结论的推广带来一定的限制.
 

因此,
 

希望今后的研究可以做到大样本的数量和科学取样,
 

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进而更全面地了解进谏行为的影响机制.
 

第二,
 

测量方法的存在局限性.
 

本研究所采

用的主要方法是量表法,
 

又称为自陈式测量.
 

虽然量表受到了严格的统计学控制,
 

但由于这是一种间接的

测量,
 

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误差.
 

同时,
 

被试有可能因为防御性心理或不认真的态度虚假作答,
 

即使

我们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反向计分题),
 

但仍不可能完全避免被试的虚假作答.
 

另外,
 

进谏行为是员工向

上级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想法,
 

当事人有员工和上级领导两方,
 

而我们仅采用员工自评方法无法完全反映员

工进谏行为的全貌.
 

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扩大资料的搜集来源来增强数据的客观性及研究的信度.
 

第

三,
 

本研究虽然探讨了主动性人格对变革型领导和进谏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
 

以及正性情绪所起到的调节

作用,
 

但是此外,
 

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这也是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的.

5 结 论

1)
 

变革型领导、
 

主动性人格、
 

正性情绪与进谏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
 

而变革型领导、
 

主动性人格、
 

负

性情绪与进谏行为均呈显著负相关.
2)

 

变革型领导对进谏行为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
 

同时还通过主动性人格部分中介于进谏行为.
3)

 

主动性人格的中介作用会受到个体正性情绪水平的调节,
 

因此主动性人格对进谏行为的影响会随

着个体正性情绪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即随着正性情绪强度的提高,
 

主动性人格对员工进谏行为的正

向预测作用变得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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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ees
 

are
 

practitioners
 

wh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sys-
tem.

 

The
 

problems
 

that
 

employees
 

find
 

and
 

the
 

rationalized
 

suggestions
 

they
 

provide
 

are
 

essential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What
 

kind
 

of
 

leadership
 

could
 

makes
 

best
 

use
 

of
 

employee􀆳ability
 

in
 

the
 

organizat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makes
 

employ-
ees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ork,
 

motivates
 

their
 

high-level
 

need,
 

and
 

builds
 

an
 

atmosphere
 

of
 

mutu-
al

 

trust,
 

which
 

can
 

also
 

encourage
 

them
 

to
 

engage
 

in
 

their
 

work
 

and
 

make
 

employees
 

achieve
 

better
 

accom-
plishments.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voice
 

behavior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issues
 

of
 

psychology
 

and
 

man-
agement

 

research.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which
 

have
 

prov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leader-
ship

 

for
 

voice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al
 

exchange,
 

social
 

iden-
tity,

 

social
 

learning
 

and
 

emotional
 

infection.
 

However,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
ership

 

on
 

voice
 

behavior
 

has
 

not
 

yet
 

been
 

fully
 

revealed.
 

This
 

study
 

takes
 

themethod
 

of
 

questionnaire
 

in-
vestig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460
 

staff
 

member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5±
3under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xplore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as
 

well
 

as
 

the
 

moderator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the
 

process,
 

then
 

integrating
 

all
 

factors
 

into
 

a
 

mod-
erated

 

mediator
 

model,
 

namely
 

"from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o
 

voice
 

behavior
 

through
 

proactive
 

per-
sonality",

 

and
 

emotion
 

moderating
 

the
 

path
 

from
 

proactive
 

personality
 

to
 

voice
 

behavior.
 

In
 

the
 

perspec-
tive

 

of
 

theory,
 

it
 

aims
 

to
 

further
 

reveal
 

how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of
 

voice
 

behavior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s
 

a
 

direct
 

positive
 

prediction
 

function
 

for
 

voice
 

behavior,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also
 

plays
 

a
 

partial
 

mediation
 

role,
 

and
 

that
 

the
 

mediation
 

rol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is
 

moderated
 

by
 

individual􀆳s
 

positive
 

e-
motion

 

level.
 

That
 

is,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on
 

voice
 

behavior
 

will
 

be
 

more
 

significant
 

with
 

positive
 

emotional
 

strength.
 

Specifically,
 

a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mood,
 

especially
 

positive
 

emotion,
 

play
 

a
 

catalytic
 

role
 

i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s
 

impact
 

on
 

voice
 

behavior,
 

which
 

provides
 

effectiv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cruitment,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roactive
 

personality;
 

positive
 

emo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voic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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